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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云南与东盟旅游 

经济联系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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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是中国通往东盟的重要通道，研究云南面向东盟国家的旅游经济联系和空间网络演化，对建设

“一带一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云南省及东盟十国的国际入境游客为研究对象，

运用旅游经济联系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云南与东盟国家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规模以及空间网络结构演

变趋势。研究主要发现: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面向东盟十国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规模均显著提升;曾

经的一个旅游经济网络中心(泰国)向外围扩散，形成多个网络中心(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云南);越南

迅速崛起，网络空间的辐射作用及扩展趋势超过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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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云南与东盟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对外开放步伐也全面升级[1]。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云南

与东盟的合作不断加深，旅游业纽带作用逐渐显现。2011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

头堡的意见》，提出支持云南省建设面向西南的重要桥头堡。“桥头堡”战略为云南省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也使对外旅游合作

成为产业合作的重要方面[2]。2013 年，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构想，形成

了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新思路[3]。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边疆地区成为中国陆上开放的前沿。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云南省要

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云南面向东盟从“桥头堡”到“辐射中心”的定位转变是从枢纽概念到

综合中心概念的发展，也是理解云南与东盟发展滞后的关键。 

东盟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已成为“一带一路”研究中的重要区域
[4]
。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云南定位转

变，很多学者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出发，认识到云南的区位优势，但限于对象差异大、问题不聚焦，对云南定位转变中经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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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空间变化的认识并不具体。陈利君[5]在“辐射中心”建设研究中提出，经济辐射中心是云南省发展的重点。作为毗邻东盟三

国的旅游大省，云南旅游经济的发展和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东盟之间的旅游发展也受到学者关注。例如，

罗有亮等
[6]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框架下提出了云南与东盟各国旅游合作的路径。此外，姚梦汝等

[7]
以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出境游

客为对象，研究国家之间的旅游流分布和流动规律，对研究云南与东盟具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提供了借鉴。因此，云南与东盟

的旅游经济联系及其演化特征的研究可弥补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研究中研究视角的不足，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云南与东盟旅

游经济的研究。 

旅游经济演化研究可揭示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格局，在地理学研究中广泛应用[8]，但研究对象大多集中于省域、城市

群及部分区域。董尊孟等[9]从旅游经济联系和社会网络角度对新疆旅游经济时空网络进行探讨;侯兵等[10]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对

南京都市圈旅游经济联系演变进行探讨;杨丽花等
[11]

对 2013 和 2016 年的京津冀雄地区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张凯和杨

效忠等[12]对环太湖地区的跨界旅游区机制进行了探讨。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部分学者将其应用于“一带一路”研究，

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邹永广[13]通过旅游经济联系度和社会网络分析对“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探讨。

旅游经济联系和社会网络演变分别反映了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程度和空间演变情况，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旅游经济演化进行具

体分析，为全面阐释国际区域发展情况提供了研究途径。 

云南能否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本文基于旅游经济联系和网络空间演化的研究视角，选取“一带一路”建设

前后两个时间点(2012 年和 2018 年)的旅游经济数据作为基础，通过旅游经济联系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云南与东盟的旅

游经济联系强度和规模，展现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格局。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云南与东盟各国的旅游经

济演化特征，对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UN-WTO)是旅游领域的领导性国际组织，其发布的旅游统计数据具有一定的可

信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选取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省与东盟国家国际旅游人次和国际旅游收入作为基础数据，以代表“一带一

路”建设前和建设后的时间截面。其中，东盟十国数据采用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文莱、菲律宾的国际旅游入境人次(International tourism,number of arrivals)、国际旅游收入(International 

tourism,receipts)作为基础数据，来源于世界旅游组织出版的《旅游统计年鉴》、《旅游统计手册》以及相关数据资料和文件。

区域之间距离数据，采用 Google地图区域中心城市(通常采用省会或首都)之间直线距离进行测量获得。 

(二)研究方法 

1.旅游经济联系模型 

旅游经济联系模型是测度相关国家或地区(以下简称相关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模型。区域之间存在着以区域为载体的流量

交换与转移，区域之间流量的联系紧密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间的交通距离和时间成本[14]。本研究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建

立跨境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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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j为 i、j 区域跨境旅游经济联系强度;Pi、Pj为 i、j 区域国际入境旅游人次(单位:万人次);Vi、Vj为 i、j 区域国际

入境旅游收入;Dij为 i、j区域间的距离节点空间距离，采用的是相关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单位:km)。 

跨境旅游经济联系规模为整个区域中所有相关区域经济联系度之和，公式为: 

 

式中，Cij为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2.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可以对相关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刻画。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相关区域的旅

游经济联系网络，主要使用联系网络的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等测度指标，以得出此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网络结构特点。 

(1)网络密度。网络密度主要衡量此区域相关国家或地区联系的紧密程度，其结果为各节点区域实际存在的关系数量与理论

上可能拥有的最大关系数量之比。国家或地区间的关系越强，网络密度越大，所体现的开放程度和获取资源能力越强[13]。公式

为[15]: 

 

式中，D为相关区域的网络密度，且 D∈[0,1];k为节点区域数量。 

(2)网络中心性。网络中心性可以刻画相关区域是否居于整个网络的中心位置，通常使用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

心度三个指标来反映和表现[16]。 

点度中心度是反映节点区域在整个网络中所处的中心位置和交际能力，通常用相关区域直接联系的大小来表示。点度中心

度越大，中心性越强，其与其他区域的交际能力就越强。其公式为: 

 

其中，CRD(ci)为点度中心度，aij为 i区域与其他区域的有效关联数量。 

接近中心度主要体现的是所求区域的通达性和与其他区域的紧密程度，通常使用区域之间的最短距离来表示。其公式为: 

 



 

 4 

其中，CRP(cij)为接近中心度，dij为区域 i和 j之间的最短距离。 

中间中心度表示为各个区域对网络中资源的控制程度。若中间中心度比较大，则表示该区域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相对程度上

较强。其公式为: 

 

其中，CRB为中间中心度，gjk(cj)为区域之间最短距离的数量，gjk为区域 i和 j的最短距离的数量。 

三、云南与东盟旅游经济联系 

(一)云南与东盟的地缘关系 

作为中国连接东盟国家的关键节点，云南在地缘关系上拥有与东盟国家交往的交通、文化优势。在交通上，云南与越南、

缅甸、老挝接壤，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相连的重要纽带，历史至今都具有重要交通价值。在越南方面，云南历史上拥有交通相连

条件，建成连接昆明与河内的滇越铁路，形成“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奇观，而今新的标准轨铁路和高速公路正在建立;在缅

甸方面，云南修建的昆明与腊戍的滇缅公路，长时间成为中缅联系的国际大通道，现已进一步改造和提升;在老挝方面，云南不

但加强双方建设，与老挝各方建立联系，而且建立连通泰国的昆曼国际大通道。在文化上，云南少数民族众多，与东盟交往频

繁。由于文化相通，云南与东盟接壤地区不仅有中缅边境“一寨两国”之景，也出现中越边境“两国一城”现象。文化便利为

云南提供了与东盟国家往来的文化优势，加深了中国与东盟文化认同，有助于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往来。 

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开放前沿，云南在地缘关系上拥有与东盟国家交往的地理、政策优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

开展，云南积极借助地缘优势，不断推进跨境旅游合作的发展，倡导构建孟中印缅旅游圈，积极推进滇西南澜沧江—湄公河黄

金四角旅游圈、环中老缅泰四国黄金旅游线建设等。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BCIM)、中国东

盟“10+1”等国际合作机制框架下，云南省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

作，建立健全了云南—泰北、云南—老北、云南—缅北、昆河经济走廊合作会议、GMS 经济走廊论坛、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

坛等合作机制。 

(二)云南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根据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测算公式，本研究测算了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如表 1 所示)，可以

发现:第一，2012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高(强度大于 1，下同)组合比较稳定，2018 年强度较高组合增长了 1倍。2012 年和 2018

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均较高的组合为: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泰国—柬埔寨、泰国—新加坡、越南—泰国;2018

年新成长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高的组合为:泰国—老挝、印尼—新加坡、越南—云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泰国—

云南。伴随着时间推移，原有的“马泰组合”正在发生转变，某些没有与马来西亚、泰国相关联的组合也成长为较高组合。随

着旅游业带动效应和溢出效应的产生，“云南—东盟”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正在惠及更多的国家，“固定组合机制”正在演变为

“扩散组合机制”。第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总体呈现上涨趋势，但增长分化严重。从 2012 年到 2018 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变化来看，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高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泰国—柬埔寨、泰国—新加坡、越南—泰国、泰国

—老挝、印尼—新加坡、越南—云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泰国—云南分别上涨了 0.924、1.159、1.854、1.176、

1.165、0.795、0.47、0.616、0.314、0.808、0.526。“一带一路”开展以来，不同区域从不同方面取得巨大发展，但由于发

展基础差异，发展程度较高区域总体上增长大于发展程度较低区域。旅游业发展与开展旅游活动基础关联性大，泰国、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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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等发展基础优势大，故而与其相关联的组合和其他区域的增长分化严重。 

表 1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2012∕2018 云南省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缅甸 老挝 泰国 柬埔寨 新加坡 文莱 印尼 

云南省 - 1.271 0.146 0.049 0.124 0.102 1.014 0.073 0.088 0.001 0.039 

越南 0.655 - 0.309 0.117 0.142 0.394 2.478 0.219 0.186 0.002 0.077 

马来西亚 0.103 0.238 - 0.142 0.096 0.080 4.138 0.592 22.764 0.011 1.213 

菲律宾 0.025 0.066 0.109 - 0.014 0.015 0.334 0.053 0.106 0.004 0.061 

缅甸 0.025 0.032 0.029 0.003 - 0.049 1.021 0.040 0.052 0.000 0.020 

老挝 0.046 0.199 0.054 0.008 0.010 - 1.500 0.073 0.044 0.000 0.016 

泰国 0.488 1.313 2.979 0.176 0.213 0.705 - 3.839 2.009 0.014 0.591 

柬埔寨 0.037 0.122 0.445 0.029 0.009 0.036 1.985 - 0.319 0.003 0.083 

新加坡 0.056 0.131 21.840 0.075 0.014 0.028 1.324 0.220 - 0.010 1.463 

文莱 0.001 0.001 0.009 0.003 0.000 0.000 0.007 0.002 0.008 - 0.006 

印尼 0.019 0.042 0.899 0.033 0.004 0.008 0.301 0.044 0.993 0.003 - 

 

注:左下三角形部分为2012年数据，右上三角形部分为 2018 年数据。 

从表 1 来看，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在“一带一路”前后变化明显，呈现上涨趋势。在强度组合方面，2012 年

与云南相关联的组合强度都较低;2018 年与云南相关联的两个东盟国家(越南、泰国)呈现出较高的关联强度。在强度上涨程度方

面，泰国—柬埔寨上涨幅度最大，与泰国相关联的强度上涨幅度大，与文莱相关联的强度上涨幅度小，与云南相关联的强度上

涨幅度处于中等水平。“一带一路”建设前后云南面向东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变化反映了云南在滇越通道、昆曼大通道建设

上取得一定成果，国际通道改善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三)云南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根据旅游经济联系规模测算公式，本研究计算了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如表 2 所示)，可以

发现:第一，旅游经济联系规模排名变化不大。从 2012 年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看，不同区域之间规模按照从大到小排名为:马来

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越南、印尼、云南省、老挝、菲律宾、缅甸、文莱;2018 年，仅缅甸排名提升 1位，为第 9名。

由于发展程度的差异，旅游经济规模排名基本相似，菲律宾排名的下降更多来自于中菲南海冲突，导致自身旅游经济水平有所

下降。第二，旅游经济联系规模大小都有所增加。根据 2012年和 2018年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大小，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柬埔寨、越南、印尼、云南省、老挝、菲律宾、缅甸、文莱分别增加了 2.786、2.353、7.446、2.366、2.397、1.223、1.452、

1.18、0.369、1.219、0.019。泰国的旅游经济规模增长迅速，比排名前两位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增加总和还要多，主要原因

在于泰国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东盟的快速发展以及落地签、免签等旅游优惠政策的出台。第三，旅游经济联系规模所占比例有

所调整。根据 2012 年到 2018 年的旅游经济规模所占比例，马来西亚减少了 5.91%，新加坡减少了 5.7%，其他区域的旅游经济

规模所占比例都有所增加。作为老牌旅游大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旅游经济规模空间正在被泰国不断压缩，呈现出比例下降

的趋势。 

表 2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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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2012 2018 

排序 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所占比例 排序 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所占比例 

云南省 7 1.455 2.01% 7 2.907 3.05% 

越南 5 2.800 3.87% 5 5.196 5.46% 

马来西亚 1 26.706 36.88% 1 29.492 30.97% 

菲律宾 9 0.527 0.73% 10 0.896 0.94% 

缅甸 10 0.340 0.47% 9 1.559 1.64% 

老挝 8 1.093 1.51% 8 2.273 2.39% 

泰国 3 9.493 13.11% 3 16.938 17.79% 

柬埔寨 4 2.928 4.04% 4 5.294 5.56% 

新加坡 2 24.690 34.10% 2 27.043 28.40% 

文莱 11 0.034 0.05% 11 0.053 0.06% 

印尼 6 2.348 3.24% 6 3.571 3.75% 

 

从表 2来看，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明显上涨，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在规模排名方面，云南处于中游水平，

一直处于第 7 名，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仍有较大差距。在规模大小方面，云南的增加值较大，超过了规模处于其前面的

印尼。在规模所占比例方面，处于前两位的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而排名较后的区域所占比例有所上升，所占比例的调整为云南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带一路”建设前后云南面向东盟旅游经济联系规模的变化反映了该区域发展条件的进一步

变化和云南整体规模的提高，东盟发展与云南建设推动了整个区域融合，促进了该区域差异进一步缩小。 

四、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变 

(一)网络节点变化趋势 

本研究通过设置断点值将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矩阵转化为二分矩阵，使用 Ucinet6.0 软件绘制了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

东盟的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图。考虑到网络结构可对比性以及数据可适用性，取断点值为 0.05，即强度大于或等于0.05 时，取值

为 1;强度小于0.05 时，取值为 0。在形成 2012 年和 2018年二分矩阵的基础上，本研究以 NetDraw作为辅助工具，绘制了旅游

经济联系空间网络结构图(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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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年、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空间网络结构 

图 1 展示了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图。从中可以发现:第一，2018 年比 2012 年的旅游空间结构

网络更为复杂。从 2012 年到 2018 年的节点连线数量来看，除泰国和文莱以外，其余节点的连线数量都有所增加。泰国与除文

莱以外的所有节点都有连线，处于已经饱和状态;而文莱的体量太小，与所有国家都没有连线。连线数量的增加使网络节点的联

系更加紧密，也使网络结构更加复杂。第二，2018 年的旅游空间结构网络已从“单中心网络”变为“多中心网络”。2012 年仅

有泰国处于网络结构中心，其他区域围绕着泰国进行发展;2018 年马来西亚、越南也成为网络中心，新加坡与云南省成为辐射中

心，多中心格局已然形成。泰国处于东南亚地区的地理中心，与其他东盟国家联系密切，与云南省也有密切的联系，是“云南

—东盟”区域的“旅游中心极”。伴随着旅游经济扩散发展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善，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云南的发展

潜力逐步显现，正在成长为新的旅游经济发展中心。 

(二)网络密度变化趋势 

根据网络密度的测算公式，本研究计算了 2012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的整体网络密度，可以发现:首先，整个区域的密

度环境不断改善。从理论上讲，一个由 11个节点区域组成的网络结构最多存在的关系数为 110 个。在整体网络结构中，2012 年

和 2018 年实际存在的关系数分别为50个和 72个，关系数呈现明显增加。伴随旅游经济不断发展，区域之间的联络便捷性增加，

有利于培养更加紧密的网络结构。其次，整个区域的网络关系紧密度在不断提升。在整体网络结构中，2012 年和 2018 年的网络

密度分别为 0.455 和 0.655，上升了 0.2，增幅为 43.96%。网络密度不仅获得增加，而且增幅大，相互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三)网络中心变化趋势 

采用 2012年和 2018 年的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矩阵，本研究通过 Ucinet6.0 软件测度了 11个区域旅游网络节

点的中心度，包括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如表 3所示)。 

表 3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网络中心度 

节点区域 
2012 2018 

点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点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云南省 0.400 28.947 1.182 0.700 31.429 1.182 

越南 0.700 31.429 3.727 0.900 33.333 3.727 

马来西亚 0.800 32.353 3.727 0.900 33.333 3.727 

菲律宾 0.400 28.947 0.000 0.600 30.556 0.000 

缅甸 0.100 26.829 0.000 0.500 29.730 0.000 

老挝 0.300 28.205 0.000 0.500 29.730 0.000 

泰国 0.900 33.333 3.727 0.900 33.333 3.727 

柬埔寨 0.400 28.947 2.000 0.800 32.353 2.000 

新加坡 0.700 31.429 2.000 0.800 32.353 2.000 

文莱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印尼 0.300 28.205 0.000 0.600 30.556 0.000 

 

表 3 展示了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网络中心度，可以发现:第一，2012 年仅泰国处于核心位置，2018 年泰国、越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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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均具备核心能力。在点度中心度中，2012 年仅泰国的数值处于最高值;2018 年点度中心度处于最高值有泰国、马来西亚、

越南，新加坡、柬埔寨、云南省的值次之。在“云南—东盟”区域，2012年到 2018 年具备核心能力区域的数量在增加，新加坡、

柬埔寨和云南省处于次中心位置，发展潜力巨大。第二，泰国控制能力下降，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云南省控制

能力上升。2012 年，泰国处于控制地位，其他节点处于被节制地位;2018 年，越南、马来西亚均具备控制能力，使泰国控制能

力下降，也使新加坡、柬埔寨、云南省被节制作用降低。第三，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新加坡、云南省中介作用比

较稳定。从 2012 年和 2018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发挥中介作用的节点均为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新加坡、云南省，

与处于核心位置的节点相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云南与东盟国家的旅游交往持续扩大，旅游经济联系从空间、范围和影响方面来看，均得到显著

加强。旅游经济联系是“一带一路”中“民心相通”的保障性因素，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升性因素。借助地域优势和“一

带一路”建设契机，云南具备了成为中国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辐射中心”的地位。然而，2018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速放缓

为 11.2%，云南与东盟前十个月贸易额增速跌为 7.8%，云南增速远低于全国。云南增速的偏低突显了辐射中心建设的滞后性，

迫切需要寻求进一步突破，来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发展。 

一是云南需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需要推动免签制度升级，扩大云南开放力度。昆明

作为云南面向东盟的中心城市，是云南“辐射中心”定位的主要推动者和践行者，也是旅游经济发展的中心。从近年来的昆明

入境游客结构分析来看，现阶段国际入境旅游小众化、团体化发展依旧较为普遍，以旅游为主要目的入境游散客量增长并不突

出。主要原因在于:相比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推出的利民签证措施，我国入境签证手续相对比较繁琐。建议在将 72 小时变为

144 小时过境免签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第三方过境免签”，促进出入境便利化，以便吸引赴东南亚地区的入境旅游通过昆明入

境，促进云南昆明入境旅游发展。 

二是云南需要强化跨境旅游合作。作为与多个东盟国家接壤的省份，云南具有天然的跨境旅游合作优势。在“两区”建设

的大背景下，云南应加快推动中越河口—老街、中老磨憨—磨丁、中缅瑞丽—木姐三个区域的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增进双边、

多边互利互惠的交流合作，为更大范围跨境旅游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在“两区”建设基础上，云南应推进沿边旅游城镇及口岸

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实现口岸管理协调服务的一体化，吸引旅游者口岸从事跨境旅游活动。此外，云南与东盟国家的

旅游院校、科研机构可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开展联合办学，利用各自优势教育资源开设跨文化、跨语种旅游相关专业，丰富

旅游人才培养体系，相互输送优质旅游管理人才。 

三是加大云南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旅游是加快云南与东盟国家合作的优先领域，也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的主动方式。为加快“一带一路”西南方向的建设步伐，云南应把“云南—东盟旅游圈”打造成为“一带一路”主要旅游目

的地，建设若干条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跨境旅游黄金线路。此外，云南应加快推进旅游大数据中心和网络交易平台建设，

鼓励有条件的旅游企业、机构“走出去”开拓市场，引进一批国际知名的健康服务、赛事运营等旅游知名企业，参与云南旅游

资源的开发和产业整合，以实现区域各国边境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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